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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通过构建科技创新能力和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

用变异系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模型等分析工具，研究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演变

过程，考察其中发挥关键耦合作用的子系统与要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镇化经历了以核心城市为发端、沿交通

干线延伸，最终泛均质化的演变过程；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但二者时空演变规律呈现出高度的过程拟

合特征；(2)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随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关键；(3)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且随时间推移呈现空间分异

特点；耦合重点随时间推移变动且更加聚焦，社会发展程度是科技创新和城镇化耦合的关键。研究指出，重视城镇

化的社会发展建设、重视区域创新扩散通道建设和区域社会互通、重视基于过程拟合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的耦合点发现将有助于提升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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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建立了城镇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联。在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单向关系中，许多研究成果都印证了科技创新

对城镇化的正向推动作用[1],这种效应对于特大城市而言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对城镇化正向影响中显著的双门槛效应
[2]。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化加快了创新资源的集聚与扩散，加速了城市的技术学习与知识积累[4],促进技术、

知识在城市区域的传播和获得[5],从而间接地推动了科技创新，提高了城市生产力水平[3]。Carlino 等[6]、Peres 等[7]及 Farahmand

等[8]的研究也表明，城镇化的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优良的外部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城市之所以能够实现创新并保持创新优势，

则是因为其城镇化进程在人口规模、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和市场经济体系方面为科创奠定了基础[9]。 

伴随相关研究的深入，科技创新和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揭示了科技创新与

城镇化两大系统互为因果的关系[10]。在影响程度和时序上，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对城镇化影响更大[11],但科技创新能力普遍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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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城镇化发展[12]。 

在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作用机制的探讨方面，有两大逻辑解释了二者的耦合过程。一是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
[13,14]

。尽管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普遍早于科技创新大发展时期，但其城镇化则伴生工业化而发生。随着工业集聚，生产性基础设施与生活性基

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15],城市土地扩张加速[16],生产要素的集聚对科技创新驱动城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集聚效应可分为正

向与负向两个方面，而众多研究表明集聚对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耦合作用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17,18]。二是挤出效应的影响。随

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土地、市场、环境容量日趋饱和，主要生产要素成本(如劳动力和土地)上涨导致产出效率降低，产业挤出

效应开始显现[19,20]。一方面，是对创新能力缺乏的企业形成了挤出，其被迫搬迁或关停；另一方面，城市不得不吸引和集聚更加

高端的要素，以保证强挤出效应下的高生产效率[21,22],创新溢出的作用高于其他要素溢出的作用[23]。在集聚、溢出和挤出三重效

应的影响下，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两大系统相互作用，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复杂系统，共同促进城市区域的经济、科技高质量发展
[24]。 

在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讨论主要集中在正向促进和负向阻碍影响因素的分析上。对于正向促进作

用，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外资利用水平、产业结构合理性、城市专业化水平、交通与

信息网络健全程度、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等因素均对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耦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25,26]

;对于

负向阻碍作用，一些学者借助模型分析和案例剖析，指出过快的工业化和过度开放可能对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产生反向作

用[27],而政府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负向影响因素[28]。 

在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关系演变的探讨方面，大多数研究主要是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探讨二者之间的时空演化关系，

并印证了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互为因果的辩证演变过程。一个解释是：科技创新为城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城镇化则为科

技创新提供要素支撑和扩散平台
[29]
。另一个解释是，城镇化是科技创新产生、发展和扩散的基础，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拥有的科

技设备、人力资源、研发投入促进了科技创新水平的极大提升；科技创新则为城镇化演进提供技术支撑和引导，并通过淘汰落后

产能、改造传统产业等方式，提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能力，从而推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11,30]。 

综上，在既有的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关系的研究中，对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二者耦合的动态演变关系分析仍较为缺乏：

重视耦合测度，而对于耦合协调机制的探讨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选取长三角为研究区域，试图回答城镇化水平较高、科技

创新能力较为突出的地区，其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耦合关系如何演变?有哪些关键的耦合点?以期

为我国其他区域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采用 2005～2019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与调查数据，基于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客观性原则[31,32,33],

构建长三角城市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分析指标体系。其中，城镇化水平对经济、社会和发展环境 3大板块进行考察，

选取 20项指标进行评价(表 1);科技创新能力对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扩散、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 5大板块进行考察，选取

15项指标进行评价。 

1.2 研究方法 

1.2.1 变异系数法 

为避免主观因素对各指标权重及最终计算结果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并采用变异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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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指标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表 1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经济发展 

经济结构 

高新技术产业贡献度(%) 0.0414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0.0141 

经济增长 

人均 GDP(元) 0.0460 

GDP 增长率(%) 0.0239 

社会发展 

人口发展 

人口城镇化率(%) 0.0225 

二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0.0137 

单位面积商品房销售均价(元) 0.0483 

职工平均工资(元) 0.0395 

基础设施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 0.0339 

客运总量(万人) 0.0744 

互联网用户数(户) 0.0988 

人均用电量(kW·h)① 0.1043 

公共服务 

每百人图书馆藏书数(本) 0.0839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0.0548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0.0283 

空间发展 

空间容量 

建设用地面积(km2) 0.1259 

建成区面积(km2) 0.0765 

人口密度(人/km2) 0.0402 

环境容量 

污水处理率(%) 0.018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116 

 

(1)为消除量纲影响，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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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
ij为某城市第 i年，第 j 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标值；Xij为某城市第 i年，第 j项指标值；Xjmin为第 j 项指

标最小值；Xjmax为第 j项指标最大值。 

(2)计算各标准化指标的变异系数 Vj,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为各标准化指标的均值；σj为标准差。 

(3)计算各指标权重 wj,计算公式如下： 

 

1.2.2 综合评价模型 

设 Mi为某城市第 i年的城镇化指数，Ni为某城市第 i年的科技创新指数，则： 

 

式中：p’
ij和 q’

ij分别代表城镇化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中通过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标。 

1.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的概念来自物理学，最初用来描述系统内部由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的程度[34]。在研究经济、人文社会现象时，许多

学者借用了这一概念。本研究借鉴李建新等[36]和王淑佳等[37]的模型方法，构建城镇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度评价体系。计算

公式如下： 



 

 5 

 

式中：Ci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其大小由各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及科技创新水平评价值决定。 

由于耦合度虽能反映城镇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但并不能反映两大系统是在高质量上相互影响还是

在低质量上相互影响。为弥补以上不足，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来表征两大系统相互作用的质量高低。耦合协调反映两个系统在发

展演化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有助于揭示不同事物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的规律[38],其数值越高则说明正向影响越显著。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式中：Di为耦合协调度；α、β为城镇化质量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权重系数，且α+β=1。考虑到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处于

同一重要等级，借鉴前人研究的一般处理方法[39],将α和β均赋值为 0.5,并将耦合协调度大小划分为 5个等级(表 2)。 

表 2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序号 耦合协调度区间 协调度类型 

1 0.0<Di≤0.2 严重失调 

2 0.2<Di≤0.4 轻度失调 

3 0.4<Di≤0.6 一般协调 

4 0.6<Di≤0.8 良好协调 

5 0.8<Di≤1.0 优质协调 

 

1.2.4 空间自相关性 

Moran’sI 指数反映在空间上邻近的区域单元某属性的相似程度，其取值一般为[-1,1]。Moran’sI 指数越接近-1,表示单

元区间的差异越大或分布越不集中；越接近于 1,表示单元区间越具有相似属性；接近 0,则表示单元区间随机分布，不存在空间

自相关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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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空间权值矩阵第 i 行第 j 列元素，空间权值矩阵采用 Rook

邻接空间权值矩阵(城市 i与城市 j相邻时，wij=1;城市 i与城市 j不相邻时，wij=0);n 为城市数量。 

1.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长三角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省级科技部门统计资料、

EPS 数据库和 CEIC 数据库；论文发表数检索自 Webofscience数据库，异地合作专利数检索自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https://pss-

system.cnipa.gov.cn)。 

2 实证分析 

2.1 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质量时序变化分析 

2.1.1 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 

采用综合评价模型对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如图 1 所示。2005～2019 年，长三角区

域城镇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都得到快速提升，但科技创新的发展要显著滞后于城镇化，且各自增速变化呈现出不同步。 

2.1.2 城镇化发展经历极化-干线延伸-泛均质化演变过程 

考察2005～2019年长三角城镇化水平增速，根据马海涛等[11]、田逸飘等[13]研究城镇化与科技创新耦合机制的阶段划分依据，

可以将长三角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大致分为 2005～2009、2010～2014、2015～2019 年三个阶段 1。进一步分析长三角内部城镇化

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如图 2和图 3所示。 

 

图 1 2005～2019 年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数 

在 2005 年的发展初期，长三角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点：即上海城镇化水平最高，远远高于区域内的其他地

级及以上城市；2005～2009 年，长三角城镇化发展沿沪宁合、沪杭甬线拓展，呈现出明显的以上海为核心，以上海-南京、上海

-杭州创新走廊为轴线向外延伸的的放射状结构；2010～2014 年，长三角区域内高度城镇化区域版图快速扩张，形成绵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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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第二个高度城镇化的城市——南京，苏州、无锡、宁波、杭州、合肥等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在长三角城镇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提

升；2015～2019 年，除安徽省的亳州、宿州和江苏省的宿迁，长三角城镇化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直辖市(上海)-省会城市(南

京、杭州、合肥)的多核高度城镇化区域，以及泛均质化的城镇化发展整体格局。 

2.1.3 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空间拓展呈现出高度的过程拟合特征 

图 3 显示，尽管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但其空间拓展过程与城镇化高度拟合。2005～2019 年，其空间

拓展遵循了极化-干线延伸的演变过程。2005 年，仅有上海科技创新指数高于 0.2,上海是长三角区内唯一的创新增长极。2005～

2009 年，南京凭借良好的科教资源、苏州凭借先进制造优势实现了科技创新能力的层级跨越，成为长三角区域内重要的创新节

点城市。2009～2014 年是长三角科技创新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其间涌现出杭州、合肥、无锡、宁波等创新重镇。其中，

合肥的科技创新具有高增长特征，其 2014 年科技创新能力指数为 0.3174,超越了杭州(0.3066),跻身前四名；其 2018 年的科技

创新能力指数达 0.4691,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0.7041)的长三角科创明星城市。至 2019 年，长三角已形成以上海为核心，以南

京、合肥、苏州、杭州为重要战略支点，以沪宁、沪杭创新走廊为主要延伸方向的“K字型”科技创新总体布局。 

 

图 2 2005～2019 年重点年份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指数空间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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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分析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长三角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结果如图 4显示。 

2.2.1 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耦合关系 

2005～2019 年，长三角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耦合协调关系，且耦合度协调度逐渐增强，由轻度失

调→一般协调→良好协调演进。总体而言，城镇化指数领先于科技创新能力指数。根据“木桶原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将对

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图 3 2005～2019 年重点年份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指数空间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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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5～2019 年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度 

2.2.2 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进一步考察两大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变化特征，对 2005～2019 年长三角地区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Moran’sI 指数进行

测算。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性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自

相关性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表 3、图 5)。 

从空间分布看，具有高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往往都具有人口重镇与科技重镇的双重身份，存在“高城镇化水平-高科技创新能

力-高耦合协调度”区域，以上海为代表；同时也存在一些“高城镇化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高耦合协调度”区域，以苏北城市

为代表；以及“高城镇化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低耦合协调度”区域，以皖西和浙西城市为代表。 

表 3 2005～2019 年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性的 Moran’sI指数测算 

年份 Moran’sI Z 

2005 0.0959 1.1484 

2006 0.1650* 1.8084 

2007 0.1193 1.3751 

2008 0.1865
**
 2.0226 

2009 0.2207** 2.3454 

2010 0.2726*** 2.8342 

2011 0.3440
***
 3.5047 

2012 0.3231*** 3.2957 

2013 0.3274*** 3.3296 

2014 0.3483*** 3.5331 

2015 0.3914*** 3.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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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3864*** 3.8980 

2017 0.3708*** 3.7754 

2018 0.4305*** 4.3753 

2019 0.4209*** 4.2952 

 

注：*表示90%置信度，**表示 95%置信度，***表示99%置信度. 

2.3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的协调发展机制，需考察不同发展阶段两大系统子系统之间以及要素之间

的耦合协调情况。 

根据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进程的阶段划分，计算各阶段不同地级市得分最高的耦合协调类型，如图 6所示。 

2.3.1 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随时间推移更加聚焦 

鉴于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以城镇化为主影响因素，2005～2009、2010～2014、2015～2019 年，长三

角各地级市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子板块高度耦合的类型分别为 8种、5种和 5种，呈现出递减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

区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两大系统之间子版块的主要耦合点越来越少，耦合的内容更加聚焦。 

2.3.2 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重点随时间推移变动 

主要发现有：在促进创新的城镇化因素中，经济因素逐步淡化，社会因素重要度上升；创新环境是一种准备性条件，先于其

他创新行为显示出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带动由辅助创新环境营造，转向促进创新扩散和提高创新绩效。 

2.3.3 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随时间推移呈现空间分异特点 

由于图 6 只显示了各阶段不同地级市得分最高的耦合类型，所以，并不能对长三角内部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的类型变化

作更为细致的空间演变探讨。但是，以省级行政单位为观察对象，可以看出，尽管子板块耦合随时间推移更加聚焦，但江苏、浙

江、安徽各省内部出现了最优耦合关系多样化的空间分布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区域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耦合不是一个

趋同的过程，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出现分化。从这一点来说，区域一体化并不会导致创新竞争环境的同质性，产业组织有可能在

区域内部形成多样化的竞合关系，从而可能避免过于激烈和消耗的区域发展竞争。 

2.3.4 社会因素是科技创新和城镇化耦合的关键 

为了更清晰地看出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阶段性变动的原因，计算各阶段耦合协调度排名前 10的次级组合与因子组合，如

表 4、表 5所示。 

表 4 显示，具有地方治理色彩的社会结构的发育与个性化对科技创新和城镇化的耦合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突出的二级指标

是人口发展与基础设施，其最大的作用是为创新溢出做好社会资源储备，其次是为科技创新吸聚资金和做好竞争性条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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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表 5 显示，城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不同的准备性条件。2005～2009 年，在区域城镇化发展早期和科技

创新的萌芽时期，城镇化的作用主要是为科技创新准备竞争性条件：即通过积累一定的经济体量和发展质量、具备相对合理的经

济结构、修建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储备、具备一定的社会化发展水平、预留一定的空间容量为区

域产业发展、技术开发和知识积累提供最基础的准备性条件。2010～2014 年，在区域城镇化发展中期和科技创新发展早期，城

镇化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继续放大竞争性条件准备的累积效应；经过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具备了更强的资本投入

能力；社会性条件开始为提高创新强度、增加技术产出、促进创新溢出做好了组织准备。2015～2019 年，在区域高度城镇化和

科技创新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对科技创新的竞争性条件准备逐渐弱化，人口发展与基础设施的作用继续被放大；随着城市人

口、产业、基础设施密度不断提高，环境容量成为区域发展的限制性条件之一，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人口导入、产业转移和

技术引进，进而影响到创新强度与技术产出；囿于城镇化水平仍待提高的原因，现有的经济、社会基础仍未能很好促进表征科技

创新高级阶段的知识产出、创新合作、能力培育和绿色创新的发展。 

 

图 5 2005～2019 年重点年份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变 

3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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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05～2019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变异系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模型

等分析工具，研究城镇化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耦合关系、演变过程以及关键耦合点。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2005～2019 年，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城镇化经历了以上海为核心，以沪宁、沪杭为轴线呈

放射状向外延伸，最终泛均质化发展的演变过程；科技创新进程滞后于城镇化进程，其时空演变规律与城镇化进程呈现出高度过

程拟合特征。 

 

图 6 2005～2019 年分阶段长三角地级市最优耦合协调度子系统组合 

表 4 2005～2019 年耦合协调度排名前十的二级指标组合 

排序 城镇化二级指标 科技创新二级指标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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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发展 竞争性条件 0.1636 

2 基础设施 竞争性条件 0.1572 

3 人口发展 资金投入 0.1532 

4 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0.1467 

5 人口发展 创新溢出 0.1461 

6 人口发展 创新强度 0.1445 

7 公共服务 竞争性条件 0.1422 

8 经济结构 竞争性条件 0.1414 

9 环境容量 竞争性条件 0.1413 

10 基础设施 创新溢出 0.1406 

 

(2)2005～2019 年，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由轻度失调阶段提升至良好协调阶段；伴随耦合协调发

展水平的提升，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逐渐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起到更

为关键的作用。 

(3)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以经济发展为主的快速提升期和以社会发展为主的协调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

阶段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集聚了人力资本，奠定了物质基础，做好了社会资源储备和准备了竞争性条件。随着城镇化进入社会

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能力从竞争性条件准备转变为创新产出、创新绩效的全方位提升。现阶段，尽管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综

合水平较高，但科技创新能力中位于更高层级的知识产出、创新合作、能力培育和绿色创新尚未在城镇化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

展中发挥主要作用。 

表 5 2005～2009 年分阶段耦合协调度排名前十的二级指标组合 

排序 城镇化二级指标 科技创新二级指标 耦合协调度 

1 人口发展 竞争性条件 0.1491 

2 基础设施 竞争性条件 0.1431 

3 环境容量 竞争性条件 0.1351 

4 公共服务 竞争性条件 0.1337 

5 空间容量 竞争性条件 0.1332 

6 人口发展 资金投入 0.1331 

7 经济结构 竞争性条件 0.1306 

8 经济增长 竞争性条件 0.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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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0.1273 

10 人口发展 创新溢出 0.1264 

2010～2014年 

排序 城镇化二级指标 科技创新二级指标 耦合协调度 

1 人口发展 竞争性条件 0.1658 

2 基础设施 竞争性条件 0.1581 

3 人口发展 资金投入 0.1539 

4 人口发展 创新强度 0.1506 

5 人口发展 创新溢出 0.1479 

6 基础设施 资金投入 0.1463 

7 人口发展 技术产出 0.1453 

8 基础设施 创新强度 0.1450 

9 公共服务 竞争性条件 0.1430 

10 环境容量 竞争性条件 0.1427 

2015～2019年 

排序 城镇化二级指标 科技创新二级指标 耦合协调度 

1 人口发展 技术产出 0.1844 

2 人口发展 创新强度 0.1840 

3 基础设施 创新强度 0.1795 

4 人口发展 竞争性条件 0.1760 

5 人口发展 资金投入 0.1725 

6 人口发展 创新溢出 0.1641 

7 公共服务 技术产出 0.1593 

8 空间容量 技术产出 0.1537 

9 环境容量 创新强度 0.1520 

10 环境容量 技术产出 0.1511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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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城镇化的社会发展建设，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泛在性准备条件。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城镇化往

往先于科技创新发生，并历时长久；相比之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偏快，依靠经济高速增长来带动设施建设和人口集聚，在社会

积累方面准备不足，社会元素丰富的福利和福祉社会尚未形成。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更加重视城镇化的质量提升和软实力培育，

打通科技创新与城镇发展之间的社会通道。注重文化培育，形成能够满足人们素质提高和精神享受的文化土壤；注重生态绿色发

展需求，提高环境品质；重视制度环境建设，提供平等发展机会、注重产权维护、规范管理，营造健康的城市创新氛围。 

(2)重视区域创新扩散通道建设，以及区域社会互通。长三角城镇体系的枢纽城市与科技创新的节点城市高度重合，建成区

蔓延方向与创新扩散方向也高度吻合。应遵循科技创新与城镇化进程的过程拟合规律，充分发挥区域核心城市经济、科技、文化

的带动作用以及交通干线转移、扩散、溢出的辐射效应，高度整合城镇化与科技创新的空间布局，高度统筹人员、资本、技术流

动，建立高效的区域创新扩散体系。同时，加强区域间的社会互通。在人员流动方面，破除户籍制度带来的行政壁垒；在区域交

通体系建设方面，巩固区域交通干线的便利化程度，注重区域路网建设：打通临界断头路，建设节点城市的直达通道。在社会资

源共享方面，实现远程医疗、空中课堂，探索虚拟现实技术手段下的跨行政区医疗、教育资源自由流动。 

(3)重视基于过程拟合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点发现。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耦合点并不局限于本文讨

论的耦合范围，而是可能随着发展阶段演进与发展方向变化而改变。应对阶段性的关键耦合点予以关注，特别是对提升经济发展

与创新投入、社会发展与创新环境、绿色发展与创新绩效的耦合关系给予客观评价。同时，伴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老

龄化程度加深和数字技术应用速度加快，也可能会出现数字社会和人本社会情境下的科技创新与城镇化之间新的耦合点。例如，

“工业 4.0”时代的物理信息系统(CPS)的应用，需要以“社会 5.0”场景下的细胞型社会组织与弹性社会组织为土壤，社会发

展的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开放度就要被纳入耦合分析框架。又如，从全球碳减排的趋势性目标出发，绿色技术发展和创新的绿色化

需要被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被放大后，某些类别技术创新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其扩散要求需要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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